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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公平与性别包容的张力与调和
—论国际体育赛事性别检测的历史嬗变、当代困境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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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体育赛事性别检测经历了非正式控制期、强制性检测期、有条件取消期以及隐蔽性检测期，检测方

法经历了从早期简单体检到染色体检测，再到当前睾酮水平分析的显著变革。这一历程不仅反映了社会对性别认

知的变化，也揭示了体育规则在面临伦理、科技、法律和社会文化挑战时的张力及自我调节。保持竞技公平的同

时，尊重每位运动员的权利和尊严，是体育竞赛性别检测的核心原则，也是国际体育组织推动性别平等和多元包

容的重要探索。预见未来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会继续突破传统竞技思维的限制，将体育视为推动社会平等

和人权进步的重要平台。在这一导向下，性别检测将更注重在包容性与公平性之间寻求平衡，深入融合法律和人

权考量，强调个案分析和标准制定的民主化过程，积极参与跨国合作和推动标准化，并加强性别教育及知识

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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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第 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法国巴黎

圆满落幕。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主席巴赫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本届奥运

会致力于成为历史上最为公正且包容的体育盛事。作为

竞技体育领域的重要平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始终将“公

平”与“包容”视为核心价值，即“每个人都有权在无歧视

的条件下参与体育运动，并以尊重其健康、安全和尊严的

方式进行。同时，竞技体育的公信力——特别是高水平的

有组织体育比赛——依赖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没

有任何运动员享有不公平且过度的优势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2021)。然而，在性别议题领域，随着跨

性别运动员的参与，如何在包容不同性别身份的同时，确

保比赛的公平性，已经成为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

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这一议题，IOC在 2021年发布了《基于

性别认同与性别多元的公平、包容、反歧视框架》（IOC

Framework  on  Fairness， Inclusion  and  Non-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Gender Identity and Sex Variations），旨在制定确

保奥林匹克公平的策略和指南，其核心在于消除歧视性做

法并加强对所有运动员的包容性政策。然而，各国际体育

组织却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性别认同的标

准和认定问题尤为突出。

早在 20世纪，性别检测已经成为确保竞技体育公平

性的一项竞赛制度。然而，随着社会的持续进步和观念的

不断更新，性别检测遭遇了众多挑战和争议。为了适应这

些变化，性别检测本身也经历了多次调整和变革。这些变

革不仅映射了社会性别观念的演进，也反映了体育领域中

科技、政治、伦理、法律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与较量（熊

欢，2010）。本文依据文献资料和实际案例，回顾了竞技体

育性别检测的缘起，梳理了其 4个重要演变时期及特征，

并进一步从哲学、伦理、法律、社会等多个维度讨论了性

别检测所引发的广泛关注以及在实践中所面临的诸多挑

战，最后在 IOC最新性别政策指南的基础上对体育性别检

测的未来趋势和重点内容进行了探讨。 

1    竞技体育运动中性别检测的缘起与历史演变 

1.1    性别检测的缘起

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立初期，女性运动员参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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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竞赛面临诸多限制与歧视，她们的参赛权益甚至一度受

到质疑。直至 20世纪中叶，女性运动员的参赛状况才逐

步得到改善。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性别平等观念的普

及，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竞技赛场，展现出与男性选手相

当的竞技水平。然而，传统观念中男性优于女性的认知，

导致当时社会对表现卓越的女性运动员的性别产生了质

疑。从西方体育传统来看，男性与女性在体育领域是截然

区分的两个类别，其合理性基于男女“身体能力”的差异

会导致他（她）们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在性别

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以及“公平”竞争的价值理念下，“性别

检测”（sex testing）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在体育比赛中的

“男性伪装为女选手”的行为，以保证女性运动员的“真实

性”（Pieper，2016）。20世纪 60年代，冷战期间，性别检测

成为“东西方体育力量”对抗的焦点。以西方文化价值为

导向的 IOC对东欧国家参赛选手中那些体格强壮、有着

男性气质的女性运动员提出了质疑，因为她们不符合西方

传统性别文化中对女性（弱小）的定义，因此性别检测逐渐

演变为排斥“有生理优势的女性选手”的政治策略。性别

检测的官方用语随之也从 60年代的“sex testing”变为 70

年代的“femininity test”（女性气质检测），其目的是为了排

除那些过强、过快、过于成功、过于非女性化的女性运动

员（Pieper，2016）。医学对性别差异的界定也迎合了这种

体育性别策略，从第二性征（乳房、生殖器）的鉴定到基因

（染色体）检测，再到性激素（睾酮水平）的测量，成为限制

和规范体育中“性别优势”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体育

中性别检测的缘起与传统性别观念、冷战政治背景、文化

价值冲突和医学发展等多个要素紧密相关。 

1.2    性别检测的历史嬗变

经过对文献的系统整理，综合考量检测对象、检测内

容以及技术方法等关键因素的显著变迁，国际体育赛事性

别检测的历史发展可划分为非正式控制期、强制性检测

期、有条件取消期以及隐蔽性检测期 4个主要阶段（表 1）。

这一划分反映了性别检测在竞技比赛中从广泛到精确的

检测范围的转变，以及从粗略到精细的技术进步。非正式

控制期主要关注那些外表男性化、运动成绩突出的女性

运动员，强制性检测期则对所有参与女子比赛的女性运动

员进行了全面检测，进入有条件取消期后检测对象缩小至

那些被怀疑性别身份的特定运动员，而当前的隐蔽性检测

期则将检测重点转向了跨性别运动员群体。在检测的内

容及技术方面，最初的检测主要集中在生殖器特征上，随

后检测技术逐步扩展到基因分析、兴奋剂检测以及睾酮

水平的测定。特别是睾酮水平的阈值，从最初的 10 nmol/L

逐步降低至 5 nmol/L，目前则是更为严格的 2.5 nmol/L，这

一演变反映了检测标准在不断严格化。

 
 

表 1    竞技体育比赛中性别检测历史发展

Table 1    The Historal Development of Gender Verification in Competitive Sports
 

检测阶段 检测方式 检测持续时间 检测对象 检测内容

非正式控制期 目测 1936－1965年 运动成绩突出、外表男性化且参加女

子项目比赛的女运动员

生殖器

强制性检测期 巴尔体检测 1966－1991年 参加女子项目比赛的所有运动员 染色体

DNA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PCR） 1992－1999年 参加女子项目比赛的所有运动员 基因

有条件取消期 DNA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PCR） 2000－2003年 被怀疑性别的女运动员 基因

隐蔽性检测期 兴奋剂检测 2004－2010年 所有运动员 兴奋剂

睾酮检测 2011－2014年 跨性别运动员 睾酮激素（睾酮阈值10 nmol/L）

2015－2022年 跨性别运动员 睾酮激素（睾酮阈值5 nmol/L）

2023年至今 跨性别运动员 睾酮激素（睾酮阈值2.5 nmol/L）

 
 

1.2.1    非正式控制期：1936－1965 年

1936年柏林夏季奥运会上，美国长跑运动员海伦 ·斯

蒂芬斯（Helen Stephens）在 100 m决赛中以 11.5 s的成绩夺

冠，刷新了世界纪录，超越了波兰选手斯坦尼斯瓦·瓦拉谢

维奇（Stanislawa Walasiewicz）。这一惊人成绩引起了质疑，

观众和官员难以置信女性能跑得如此之快。为确保公平

公正，德国奥组委透露，在海伦·斯蒂芬斯参赛之前已对其

进行了生理性别检查 ，验证结果证明她是女性 （Offutt，

2014）。此次身体检查标志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首次性

别检测的实施（Tucker et al.，2010）。然而，海伦·斯蒂芬斯

的卓越表现并未获得社会与 IOC等国际体育组织对女性

成就的认可，也未提升女性在体育中的竞争机会。相反，

这个事件引发了体育界更多对女性运动员性别的审视，加

剧了国际体育组织对“男性化女性”的担忧（Pieper，2016）。

自 1946年起，国际田径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IAAF）开始大规模地对女性参赛者进

行性别审查，并规定参加女子项目比赛的运动员需提供由

医生出具的性别证明。两年后，IOC要求女性参赛者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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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F的规定，携带医疗证明，在证实她们的性别身份后，

才有资格参加女子项目的比赛（Xavier et al.，2012）。

这一时期，由于女性在体育竞技中表现出色且成绩不

断攀升，社会各界担心男性冒充女性参赛，影响比赛的公

平性。因此，性别检测的主要动因是对女性参赛者“男性

化”表现的社会质疑及对运动成绩真实性的关注。性别检

测的要求主要由 IAAF对参加女子田径比赛的运动员实施

的资格审查制度所规定，而其他体育协会尚未开始此类检

测。IAAF和 IOC从运动员的生理表征判定其性别，通过

医疗性别证明等非正式的方式对参加女子比赛运动员的

性别身份进行管制，但是 IAAF和 IOC并未设定明确的审

查标准，同时对审查过程与结果的监督亦有所欠缺。虽然

由于时代的限制，这一时期的验证方式较为简单且缺乏明

确标准，但性别检测却被视作维护竞技体育公平性的必要

措施。 

1.2.2    强制执行期：1966－1999 年

女性运动员在体育界的杰出表现持续引发公众对她

们潜在男性化特征的关注。出于对男性可能替代女性运

动员参赛的担忧，为了维护体育赛事的“性别公正”，IAAF

和 IOC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对女性参赛者实行了强制

性的性别检测。

1966年，IAAF首次引入了性别鉴定的强制性措施，并

采用了标准化的性别检测方法。医生们对女运动员的身

体结构进行目视检查（Lenskyj，1986）。1967年，IAAF开始

实施巴尔体检测，这是一种通过简单的口腔黏膜涂片检测

染色体结构来确定运动员性别的方法。IAAF禁止那些染

色体结构不符合 XX型的运动员参加女子项目的比赛。

国际滑雪联合会 （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 FIS）于 1967

年制定了性别测试协议，并效仿 IAAF，成为第二个实施某

种形式的强制性性别控制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Pieper，

2021）。1968年， IOC借鉴 IAAF的做法，正式引入染色体

检测 ，以确保奥运会女子项目参赛运动员的女性身份

（Gandert et al.，2013）。此后，国际游泳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FINA）、国际体操联合会（International

Gymnastics Federation，FIG）、国际举重联合会（International

Weightlifting Federation， IWF）等一些与奥运会项目相关的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纷纷于 1960年代末开始实施这一

性别检测。

在此期间，所有女子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均需接受染色

体性别检测，而 IAAF和 IOC会对通过巴尔体检测的女运

动员颁发“女性身份证书”（femininity certificate），持有“女

性身份证书”的运动员可免除后续的性别检测。但是，性

别检测并非毫无阻碍。以 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为例，

由于经费原因，组委会仅对各项目前 4名参赛选手以及另

外随机抽取的一人进行了性别检验，试图通过随机选取

的 1名运动员来体现公平性，并防止对成绩优异的女性运

动员产生偏见。

而西班牙跨栏运动员马丁内斯–帕蒂尼奥（Martínez-

Patiño）事件则促使 IAAF废除了染色体检测方法。1985年，

日本神户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帕蒂尼奥在未携带“女

性证书”的情况下被要求重新进行性别检测。然而，她未

能通过检测，被迫退赛，媒体对此事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

道。帕蒂尼奥因此对 IAAF的决定提出抗议，并将西班牙

田联告上法庭（Ospina-Betancurt et al.，2021）。帕蒂尼奥的

抗议促使 IAAF对体育运动中染色体检测的发展和应用做

出审查。在经过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后，IAAF决定停止在

所有国际赛事中进行染色体检测，并建议以“身体检查”

作为替代方案，具体措施包括在服装检查和尿检过程中通

过目测来判断运动员的性别（Ljungqvist et al.，1992）。这一

建议将参与男子项目比赛的运动员也包括在性别检测的

范围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男女运动员在性别检测

方面被同等对待。随后，多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相继

废除了染色体检测方法。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英联邦运

动 会 于 1993年 决 定 全 面 暂 停 染 色 体 筛 查 （Elsas  et  al.，

2000）。然而，IOC在此问题上打破了以往与 IAAF保持一

致的立场，认为对女性进行性别检测能够维持奥运会的完

整性（Simpson et al.，1993），因此坚定主张继续推进原有的

性别检测。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存在多种导致

性别表征差异的基因条件（如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性染

色体异常等），巴尔体检测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一个人的性

别身份和表现。因此， IOC采纳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这一基因检测手段，并于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季奥

运会中首次采用 PCR对 2 406名女性运动员进行了性别

核实（Serrat et al.，1996）。但 1994年，挪威政府在利勒哈默

尔冬季奥运会上拒绝协助 IOC进行性别检测。在 1996年

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期间，组委会对 3 387名女性运动员

进行了 PCR检测，其中有 8名运动员的检测结果未达标，

但她们仍被允许参加比赛。因为在这届奥运会上，组委会

首次关注到了雌雄同体女性运动员的问题，性别检测的复

杂性也开始被人们所意识到。

可以看到，强制执行时期性别检测的范围与内容变化

受到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首先，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性

仍然是性别检测实施和“完善”的核心动力。其次，科技

进步为性别检测的“完善”提供了可能性。在此期间，性

别检测从目测发展到染色体检测，再到 PCR检测，这些技

术手段的引入和改进旨在提供一个客观、标准化的检测

过程，以减少人为误判的可能性。此外，公众的广泛争议、

运动员的抗争、媒体的舆论影响以及举办国的抵制，促使

国际体育组织不断调整甚至妥协性别检测政策，以回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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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公平与正义的呼声。同时，随着对生理学和遗传学理

解的深入，加之科技的进步揭示了传统检测方法（如巴尔

体检测）的缺陷，促使国际体育组织在检测技术上作出必

要的改变。最后，国际体育组织的决策与立场使性别检测

在技术、实际利益和政治立场上变得更加复杂。例如，

IAAF意识到染色体检测的局限性后转向其他方法 ，而

IOC则出于维护奥运会完整性的考量继续采用染色体检

测，这种“分道扬镳”的策略反映了不同组织对性别检测

立场的变化。正是这些动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性别检测

在这一时期的强制化和复杂化特征。 

1.2.3    有条件取消期：2000－2003 年

随着 PCR检测技术的引入，医学界以及部分国际体

育组织对其检测结果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表达了强烈异议。

反对者提出，PCR检测要求女性运动员证明自身非男性，

但实际上仍属于染色体检测的范畴，其结果仍存在一定误

差。反对者还认为，PCR检测不仅侵犯了女性运动员的隐

私，还可能对她们造成心理创伤（Sullivan，2011）。在此背

景下，IOC不得不重新考虑性别检测问题。1996年，第一

届国际奥委会世界妇女与体育大会通过决议，建议停止进

行性别检测。1999年，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亦提出相

同建议，主张取消性别检测，但仍保留组织或竞争对手在

提出质疑的情况下要求进行性别检测的权利 （Genel，

2000）。值得关注的是，1992年，IAAF全面取消国际比赛

中的性别检测，为 IOC提供了先行的参考范例。2000年，

IOC第 109次全会通过了试行停止性别检测的决议：自

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废除对所有女性参赛运动员进行

性别检测的规定，同时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针对存在性

别争议的运动员进行性别检测的权利（Ritchie，2003）。这

一决议被视为女性运动员和体育界的一次重大胜利，象征

着强制性性别检测时代的终结。至 2000年底，34个国际

单项体育联合会中的 29个放弃了常规的性别验证检测

（Reeser，2005），而其他 5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篮球、

柔道、举重、滑雪和排球）则在其后陆续取消性别检测，国

际排球联合会（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Volleyball，FIVB）

最终于 2004年停止性别检测，成为最后一个取消性别检

测的单项体育联合会（Ljungqvist，2006）。

2000－2003年，性别检测“有条件取消”的原因主要

来自于社会思潮、组织决策和技术局限 3个层面。首先，

社会性别理论的演进与人权运动的兴起促使人们对传统

性别观念进行深入反思，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尊重个体的性

别认同。这一思想背景为废除性别检测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支撑。同时，全球人权意识的觉醒带动国际社会对平等

和非歧视原则的高度关注。性别检测因其被视为对人权

的侵犯，引发了对其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广泛质疑及重新审

视。其次，组织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IAAF在 1992年取

消了国际赛事中的性别检测，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先例，

削弱了性别检测的权威性和必要性。这一行动激励了其

他国际体育组织的效仿。此外，运动员和相关组织的反对

声持续不断，医学界和运动员委员会多次建议停止性别检

测，从而推动 IOC重新评估政策以维护运动员的权益和尊

严。最后，技术局限构成了取消强制性检测的重要原因。

尽管 PCR检测技术提供了一种更科学的性别验证方法，

但它仍存在一定误差和不准确性。此外，这种检测方法对

女性运动员的隐私构成威胁，可能导致心理创伤，尤其是

在误判或结果曝光的情况下。对运动员心理健康和尊严

的潜在侵犯，是反对强制性性别检测的重要理由。综上所

述，性别检测的有条件取消不仅是对技术限制的合理回应，

更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和人权保障的加强，标志着体育

界在性别问题上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进步。 

1.2.4    隐蔽性检测时期：2004 年至今

尽管强制性的性别检测已被废除，国际体育组织依然

保留了在“特定情形”下进行性别检测的权利。这一时期

的性别检测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如通过强化兴奋剂检测

来代替性别检测；同时也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主要聚焦于

双性人和跨性别（transgender）运动员的性别识别，特别是

针对性别发育差异 （Difference in Sex Development，DSD①
）

运动员及跨性别运动员在女子项目赛事中的性别身份确

认。DSD是指一组影响性别特征发育的医学状况，这些状

况在某种程度上让个体的生理性别特征不符合典型的男

女二元分类。DSD可能涉及染色体、性腺（如睾丸或卵巢）

或解剖结构（如生殖器官）的发育与常规的二元性别分类

不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此类群体的某些个体在出生时

在法律上被认定为女性或视为具有女性性别身份。但是

在体育竞赛中，特别是性别隔离（如男、女组别的比赛）的

比赛中，DSD运动员面临着一系列伦理和公平性问题。例

如，某些 DSD女性运动员可能会因自然生理原因具有较

高的睾酮水平，这可能对其在女性组别中的竞争能力产生

影响。因而，在竞技运动中，雄性激素睾酮的阈值成为了

性别检测的关键标准。

2003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了专项委员会，

旨在深入研讨并制定关于跨性别运动员参与体育活动的

具体指导方针。为了贯彻《奥林匹克宪章》中坚决反对

性别歧视的原则， IOC于 2004年通过了《对性别再指定

和体育运动建议的解释意见》（Statement of the Stockholm

Consensus on Sex Reassignment in Sports），  即“斯德哥尔摩

共识”，其中明确指出，“在青春期前接受由男性转变为女

性的个人，应被同等视为女孩和妇女参与体育竞赛。”根

 ①DSD 全称是 Difference in Sex Development，有时也被称为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这两个术语都用于描述一组涉及性别发育的医

学状况，但学界目前更常用前者以避免科学术语的歧视。

熊欢，等：竞技公平与性别包容的张力与调和—论国际体育赛事性别检测的历史嬗变、当代困境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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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IOC的规定，当个体出生时性别为男性，随后在青春期

经历性别重置手术，从而在生理上转变为女性时，该个体

将被认可为女性运动员，并具备参加女子项目比赛的资格。

然而，在兴奋剂检测过程中，检测官员需对运动员的排尿

过程进行目视监督，这一环节实质上是涉及对运动员生殖

器区域的目视检查，这被一些运动员视为“裸体游行”，遭

到了非议。除此之外，“斯德哥尔摩共识”强调生理上的

转变并非唯一标准，IOC还要求运动员的新性别身份需获

得相关官方的法律认可，并且须在手术后满两年且睾酮水

平控制在一定范围，方能进行参赛资格的正式认定，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体育比赛中与性别相关的优势。

在 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上，年仅 18岁的南非田径

运动员卡斯特 ·塞门亚（Caster Semenya）以 1 分 55秒 45的

出色成绩勇夺女子 800 m跑桂冠，并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

录。然而，因其卓越的成绩，塞门亚受到了外界关于其性

别的争议。据媒体报道，塞门亚被确认为双性人身份，引

发了对其参与女子类别赛事是否违反竞技体育公平性的

广泛争议。鉴于塞门亚事件的影响，IAAF于 2011年颁布

了《高雄激素血症女性参与女子田径竞赛的资格准则》

（IAAF Regulations Governing Eligibility of Females with

Hyperandrogenism to Compete in Women’s Competition），明

确规定在法律上被界定为女性的运动员，若其患有雄激素

过多症，且其雄激素水平低于男性正常范围（具体以血清

睾酮水平为评估标准），或虽其雄激素水平处于男性正常

范围内，但存在明显的雄激素抵抗现象，即在此激素水平

下，其未能展现出任何竞争优势，则该名女性运动员具备

参与女子田径比赛的资格。同年，IOC也发布了一项新规

定，通过设立雄性激素（睾酮浓度低于 10 nmol/L）与性别

表现指标，对运动员的性别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这是奥运

会历史上首次针对女性运动员的雄性激素超标标准进行

的具体规定。该规定郑重声明，仅当法律认可的女性运动员

其雄性激素水平低于男性正常范围 ，即睾酮浓度低于

10 nmol/L时，方有资格参与女子项目的竞赛。此项举措

旨在“在坚守性别二元论原则的基础上，确保所有女性运动

员在女子赛事中的公正性与完整性得到维护”（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2011）。新政策并非意图剥夺双性运动

员的参赛权益，而是旨在“确立一种科学且公正的筛选机

制”。在此机制下，若某运动员的睾酮水平达到男性标准，

且其生理条件未因疾病而限制其利用雄激素的能力，则可

能会因其生理优势而被排除在女子赛事类别之外，以确保

比赛的公平性和竞技性（Sánchez et al.，2013）。IOC及其他

国 际 体 育 组 织 也 逐 步 将 睾 酮 水 平 作 为 判 断 运 动 员

性别的新标准。2015年， IOC发布《关于变性和高雄激

素血症的规定》（Consensus Meeting on Sex Reassignment

and  Hyperandrogenism），将雄性激素中睾酮浓度降低为

5 nmol/L。2018年，IAAF针对性别发育差异运动员亦制定

了一套新的指导方针，规定性别发展差异或变性运动员的

体内睾酮水平必须降至 5 nmol/L以下且必须至少持续 6

个月，方可继续参与女子田径项目的比赛。

值得关注的是，IOC于 2021年发布了《基于性别认同

和性别多样性基础上的公平、包容和非歧视框架》。该框

架详尽地描述了保障奥林匹克运动公平性的策略和指导

原则，其核心目标是消除歧视性做法，并加强针对所有运

动员的包容性政策。框架提出了 10项原则，强调不应预

先假设跨性别女性或 DSD女性运动员在体能上优于女性

运动员，除非有确凿的证据支持。框架还规定，只要不损

害比赛的公平性，运动员应有权选择他（她）们希望参与的

性别类别。尽管这一指南体现了包容性和开放性，但在实

际操作中，它允许各个体育项目自行决定是否允许跨性别

运动员参赛，以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反而导致了规则

的严格化。例如，2023年，世界田径联合会（World Athletics，

即原 IAAF）对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资格进行了更为严格

的界定。新规定将睾酮浓度的阈值设定为 2.5 nmol/L，并

要求这些运动员自青春期以来其血清中的睾酮浓度必须

始终维持在 2.5 nmol/L以下的水平。

此外，由于缺乏统一标准，不同项目协会之间的性别

包容性和公平性面临挑战。例如，2022年 6月，FINA为保

障女子运动员的参赛公平性颁布了新的性别竞赛类别资

格政策，规定只有在 12岁之前完成睾酮抑制治疗的跨性

别男变女运动员才有资格参与女子组比赛。然而，由于媒

体的批评，世界游泳联合会（World Aquatics，即原 FINA）决

定在 2023年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比赛中增设一个公开类

别，允许运动员以个人、俱乐部、团队或国家/地区联合会

成员的身份灵活参赛。而在世界橄榄球联合会 （World

Rugby）发布的《跨性别指南》（Transgender Guidelines）中明

确指出，若变性女性运动员受到睾酮生物效应的影响，即

便在经历男性青春期之前已完成性别转换，她们仍将不被

允许参与女子橄榄球比赛。此外，对于那些需要使用违禁

物质作为治疗手段的跨性别男性运动员而言，他们必须申

请治疗用药豁免（TUE）。同时，联合会提议建立男女混合

的非接触式橄榄球项目，以便所有运动员，包括跨性别运

动员和 DSD运动员都能参与其中。还有一些国际单项体

育组织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睾酮水平标准。国际自行车联

盟（Union Cycliste Internationale，UCI）于 2023年 7月调整了

允许跨性别运动员参加比赛和竞赛的政策，规定将血清中

的睾酮浓度降低至 2.5 nmol/L以下，并且在男性青春期后

变性的女性跨性别运动员将被禁止参加 UCI国际日程表

上各个类别的女子赛事。国际网球联合会（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ITF）在 2023年 8月更新了相关政策，规

定跨性别女性在参加比赛前至少 12个月内血液中的睾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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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必须低于 5 nmol/L，而更长期的要求则根据个别情况

而定。此外，她们还需提交一份书面声明，确认她们的性

别认同为女性。相比之下，国际女子职业网联（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WTA）设定的女子比赛资格标准较为宽

松，为睾酮浓度低于 10 nmol/L。

综上，2004年至今，性别检测呈现出隐蔽性、高度针

对性和差异化的特点，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综合作

用。首先，随着社会对性别多样性和人权的深入理解，国

际体育组织更加重视运动场上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强调保

护运动员的隐私权和心理健康。其次，技术手段的演变使

得通过检测睾酮水平等生化指标来进行性别判断更为直

接、简单和隐蔽，其通常与兴奋剂检测结合进行，不会公

开针对性别问题进行。国际体育组织采取的这种把性别

检测嵌入其他程序（如兴奋剂检测）的更为灵活的策略，避

免了公开场合的性别质疑，同时在个案处理上更具针对性。

最后，尽管政策趋于包容和开放，但各体育项目仍根据各

自的要求设定了具体和严格的技术指标（如睾酮水平），反

映出保证不同类别和项目比赛公平性的复杂性和挑战性。

总之，性别检测转向隐蔽不仅是出于对运动员人权和隐私

的保护，更是技术手段变化和体育组织策略调整的结果。

这种方式试图减少对运动员直接的人为干预，同时维护竞

赛的公平性和完整性，体现出国际体育组织在社会、技术、

政策等方面的多重考量。

综上所述，性别检测的演变不仅反映了技术手段的不

断提升，也体现了对公平性、包容性和科学性的持续追求。

每一次的调整和变化往往源于主要案例及相关争议的推动，

也是社会观念与技术变革互动下的结果。然而，这些调整

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争议和挑战。 

2    国际体育竞赛中性别检测的困境与挑战

国际体育竞赛中的性别检测历经数十年演变，当前仍

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其复杂性跨越了伦理、哲学、科

学、法律和社会等多重领域。在伦理与人权方面，性别检

测可能涉及对运动员隐私的侵犯以及心理上的伤害，违背

了现代社会推崇的个人尊严和自主权原则。哲学上，性别

检测触及了体育公平的核心命题：如何在包容多样性和维

护竞争公平之间取得平衡。科学层面，严格的生物学标准

有时可能无法反映性别的多样性与流动性。在法律程序

中，如何制定和执行合乎人权标准的性别检测规则成为全

球体育管理组织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容易引发跨国法律和

政策冲突。此外，性别检测还激化了社会矛盾，揭示出不

同文化背景下对性别理解的差异以及社会对性别角色期

望的冲突。 

2.1    性别检测的伦理困境：来自人权视角的审视

从人权视角来看，体育竞赛应满足的基本要求是保证

每位运动员的平等参与权，尊重其个人尊严，不因性别、

种族或任何其他个人特征遭受歧视。这一视角下，性别检

测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首先，性别检测可能侵害运动

员的隐私权，因为其过程涉入了高度个人化的信息；其次，

它可能导致性别多元化个体面临不公正的待遇或心理困

扰，因为现有的检测标准往往无法全面反映性别的复杂性。

此外，强制性别检测可能强化对传统性别二元观念的偏见，

忽视了那些不符合传统性别分类的个人的合法身份和权

利。这些问题自 20世纪 60年代起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同时也揭示了体育组织在权衡“体育权利”与“公平竞赛”

之间所面临的困境。

1966年的欧洲田径锦标赛和 1967年的泛美运动会，

女性参赛者被要求接受染色体的检查。6名运动员突然

退赛引发外界猜测，同时也引起了被检测女性运动员的尴

尬，使她们产生强烈的屈辱感（姜熙  等，2020）。批评者指

出，基于染色体的性别验证技术已经对女性运动员的个人

隐私造成严重的侵犯，是一种对于人权的漠视（Simpson et

al.，1993）。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上南非女运动员塞门

亚一事成为性别检测规则侵犯人权的一个显著案例。

IAAF在运动员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运动员进行检测，

且向媒体泄露检查结果，给运动员造成严重困扰，运动员

的知情权和隐私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除此之外，塞门

亚称，她为了将睾酮降低至 IAAF的标准，在 2010－2015

年持续服用抑制药物，致使她感到持续生病和腹痛。塞门

亚因此多次对法院提出上诉。欧洲人权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在 2023年 7月的决定中做出了有利

于塞门亚的裁决，认为竞争规则歧视了她，侵犯了她的人

权。然而，该决定并没有推翻规则本身，IAAF表示，这些

规定将“保持原位”。塞门亚案显示，尽管人权法能影响

体育规则，并促进其更包容和公平的改进，但在直接推动

体育规则的变革方面，仍面临挑战。

Hercher（2010）认为，一旦运动员达到精英水平，竞争

便成为一种特权。为了享有这一特权，他（她）们必须放弃

某些权利，其中包括接受由众多管理机构设定的各类验证

和测试。如果运动员希望保护自己的隐私权，唯一的选择

似乎是退出竞争。然而，反对体育规则凌驾于人权的批判

声不断。Schultz（2021）认为，体育管理者坚持使用所谓的

“女性气质”评估机制（基于睾酮水平）以促进女性体育的

公平竞争，实际上是一种体育规则凌驾于人权之上的悖论。

Schultz（2021）还强烈批评了将睾酮激素简单定义为“男性

激素”的观点。Mahomed等（2019）认为，性别验证技术是

一项具有侵入性、尴尬和侮辱性质的程序，是对女性运动

员人格的侵犯，这种无情的程序无疑会阻碍运动员的运动

生涯。还有一些学者表示，将运动员简单地划分为男性和

女性（Cavanagh et al.，2006），会导致对性别非二元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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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跨性别运动员的歧视（Gleaves et al.，2016），同时也忽视

了性别多样性和性别身份的复杂性（Dickinson et al.，2002）。

除了学术界的声音，公共部门也从人权视角对运动员

性别检测提出质疑和要求。如南非人权委员会 （South

Afric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SAHRC）和性别平等委

员会 （The Commission for  Gender Equality，CGE）在审议塞

门亚事件时指出，IAAF于 2018年修订和制定的相关规则

严重侵犯了运动员的人权。CGE进一步要求，相关组织机

构应持续优化立法机制，以保障因性别差异而遭受歧视的

个体之性别权利与性别认同，确保相关规范更加贴合人权

保障之标准。这些社会组织强调，性别检测技术的初衷无

疑在于维护比赛的公平性，保障运动员的权益，并促进

国际体育事业的发展。然而，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却侵

犯了运动员的隐私权、知情权、竞争权和自由选择权等基

本权益。如何在保障运动员体育权利与人权之间取得平

衡，已成为体育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执行者亟待解决的

问题。 

2.2    性别检测的哲学之辩：来自“公平”原则的审视

“公平性”长期以来都是现代竞技体育的核心原则之

一。然而，当性别检测被用作确保竞赛公平性的一种手段

时，它本身却引发了一系列争议。最初，性别检测旨在

防止男性以不正当优势参加女子赛事，但这一做法随着时

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限制女性体育发展的机制（Ospina-

Betancurt et al.，2021）。在同样的体育项目中，男性运动员

并不接受性别检测。Cooky等（2013）提出，仅对女性运动

员实施性别检测并因此剥夺她们的参赛资格，会加剧体育

界对双性人和女性运动员的不公正。为了真正确保公平

的竞争环境，他们建议男性运动员也应接受性别检测。

Pieper（2014）进一步指出，男性运动员从未受到关于“男子

气概”的限制，也没有睾酮或雄激素水平的上限规定；事实

上，睾酮的问题并非跨性别人群独有，顺性别之间同样存

在很大差异（Oberlin，2023）。为了营造所谓的“公平”环境，

顺性别者的睾酮水平也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然而，体育组

织主要关注的是男性在青春期获得的特征（如侵略性、力

量和权力）被带入女子体育中，使跨性别女性相较于顺性

别女性具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IOC 2015年对于跨性别

运动员参加比赛的睾酮要求，实际上是在维护性别二元对

立与男性权威，并制造出一种“公平的假象”（Cooky et al.，

2013）。仅对女子组参赛者进行性别检测的方式被视为一

种性别歧视的隐形表现。另外，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性

别检测在不同项目中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化的性别检测

政策可能导致不同项目之间的公平性标准不统一，进而影

响竞技体育整体的公正性。

一些学者从非二元性别运动员的“先天优势”和“后

天控制”角度，反思性别检测在维护“公平”方面的合理性。

Wood等（2012）指出，DSD运动员由于内源性睾酮过量可

能具有竞争优势。然而，在同类和同级别的体育竞赛中，

天生的身体优势是普遍被接受的，将睾酮水平 10 nmol/L

设为临界值不公正地惩罚了天生和成长为女性个体的运

动员这种生物学优势（Rogol et al.，2017）。尽管目前尚无

直接科学证据表明睾酮水平较高的 DSD女运动员在 400 m、

800 m、1500 m跑项目中的表现优于其他运动员（Hamilton

et al.，2021），但缺乏更为公正的规则可能抑制女性参与体

育竞赛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性别焦虑”。

为了确保“竞赛公平”，进行必要的性别检测这一观点

依然被广泛接受。这种检测被视为保障大多数女性运动

员在生理条件公平的环境下竞赛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护女

性运动权利的关键措施。支持者认为，尽管性别检测可能

侵犯个人权益，但从生理女性的身体特征出发以及在性别

分隔的体育赛事中维持公平的角度来看，性别检测仍然是

必需的（Wells et al.，2014）。对于参赛者而言，尽管女性运

动员可能觉得性别检测令人尴尬，但出于对公平竞争的重

视，她们通常会遵守这些检测规则（Teetzel et al.，2016）。

这种观点强调，性别检测在当前的体育环境中，仍然是实

现公平竞争的重要工具。然而，Wonkam等（2010）对此观

点提出反驳，认为即便 IOC和体育监管机构继续进行性别

核查，但使用 DSD的病因学或功能分类，也不一定能为

竞赛带来更公平的基础。现行的体育管理者往往通过性

别认同来平衡运动员和第三方的利益，通常根据预期的

利弊进行选择 ，尽管这种做法不符合现行的道德规范

（Wiesemann，2011）。Karkazis等（2012）则指出，性别检测

的争议在于是否成功地平衡了为女运动员创造“公平”竞

争环境的目标与确保个别运动员公平的目标。时至今日，

这一争议仍未得到解决，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2.3    性别检测合法性争议：来自法律的挑战

如前所述，性别检测在体育竞赛中被视为保障比赛公

平性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近年来却引发了诸多法律挑战。

特别是在程序合法性与性别包容政策的冲突中，性别检测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争议。随着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对性别

检测（参赛资格）提出法律诉讼，体育组织在制定和执行相

关政策时变得更加谨慎与犹豫。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妥善

处理这一复杂议题，已成为当前体育界和法律界共同面对

的重大课题。

性别检测政策主要来自于体育组织和国际赛事管理

机构的规定。尽管 IOC的规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

权威性，但各国（地区）、各单项体育组织对这些规定的接

受程度和执行情况并不一致，这将直接影响性别检测实施

和结果的合法性。性别检测必须建立在科学证据充分且

具有伦理合理性的基础上，若其科学基础薄弱或在实施过

程中侵犯个人隐私或尊严，那么其合法性也将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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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Rights Watch，2020）。

卡斯特 ·塞门亚针对 IAAF睾酮条例的法律之战是最

引人注目的案件之一。Schultz（2011）认为，与其问一名运

动员是否“算作”女性，运动机能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人更

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辨别哪些条件（无论是自然发生的还是

其他的）构成了不公平的优势。鉴于政策的“不科学性”，

2011年，IAAF颁布了新规定，限制了那些患有雄激素过多

症的女运动员参加女子组比赛，除非她们采取雄激素抑

制方案，将睾酮水平降低至 10 nmol/L以下。但这项政策

在 2015年 ，杜特 ·昌德 （Dutee Chand）诉印度田径联合会

（Athletics Federation of India，AFI）和 IAAF一案后被暂停。

2014年 8月 31日，AFI向印度裔女田径运动员杜特 ·昌德

发出决定函，通知她暂时禁止参加任何田径赛事。原因在

于经过医学检测，昌德被诊断为高雄激素血症患者，其体

内睾酮浓度超过 10 nmol/L。19岁的昌德对此提出诉讼，

认为 IAAF对女运动员实施内源性睾酮检测而男运动员无

需接受此类检测的规定，以及根据自然身体特征限制女运

动员参赛资格的条例，均具有歧视性。她请求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AS）宣布高雄激素血

症条例无效，撤销对其的决定函，并确认其具备参加国际

赛事的资格。2015年 7月，CAS作出临时裁决，IAAF若两

年内未能提交更多证据证明高雄激素血症女运动员在运

动表现方面具有实际优势，或无意愿提交此类证据，则高

雄激素血症条例应被视为无效。然而，2018年，IAAF针对

性别发育差异的运动员颁布了更为严格的新规定，要求此

类运动员将体内睾酮标准降至 5 nmol/L以下，方可继续参

加 400 m、800 m和 1 500 m等女子项目田径比赛。根据在

2019年生效的由 IAAF颁布的《女性类别参赛资格条例

（性 别 发 育 差 异 运 动 员 ）》 [Eligibility  Regulations  for  the

Female  Classification  （Athletes  with  Differences  of  Sexual

Development），DSD条例 ]，塞门亚和其他睾酮水平高的运

动员被认为没有资格参加女子级别的中长跑比赛，这些运

动员必须服用药物将睾酮水平降低到 5 nmol/L的阈值以

下至少 6个月才能参加某些项目的女子比赛。IAAF坚持

认为，为了保护比赛的公平性，必须限制女性运动员的睾

酮水平。南非女田径运动员塞门亚及其协会对此表示质

疑，并向 CAS提起诉讼，要求宣布 DSD条例非法无效，认

为该规则具有歧视性、随意性和不相称性，且违反《奥林

匹克宪章》、国际田联章程、摩纳哥法律以及基本人权。

然而，这次 CAS驳回了塞门亚的诉讼请求。

CAS的裁决受到了很多质疑，如Ferguson-Smith等（2014）

认为没有科学依据便执行政策，是对妇女的歧视，并使一

些女运动员面临不必要和潜在有害的调查风险。他们认

为这一规定充分暴露了国际体育组织在性别包容政策上

的不足，其并未能充分考虑双性运动员的特殊情况。塞门

亚的自然睾酮水平高于平均女性，但她并未通过非法手段

获得这种优势，IAAF的规定无异于在否定她的女性身份，

打造性别的二元对立。Henne（2014）进一步指出，尽管科

学界尚未确立女性性别的确切定义，技术官僚对性别分类

的规范化追求却揭示了性别二元对立的结构。她认为权

力塑造了人的态度和行为，并迫使人们被贴上标签。体育

管理者试图通过生物性别来维护比赛“公平”，实际上是

维护自身统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2.4    性别检测的社会矛盾：体育领域性别秩序的重构

性别检测在体育领域的应用已超越了其原有范畴，逐

渐演变成一个具备广泛影响力的公共议题。在 2024巴黎

奥运会上 ，阿尔及利亚拳击运动员伊曼 ·哈利夫 （Imane

Khelif）和来自中国台北的林郁婷因参加女子拳击项目比

赛，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尽管因性别检测问题，世界

拳击联合会（World Boxing Association，WBA）在 2023年取

消了她们参加女子赛事的资格，但 IOC依据其最新政策框

架和检测标准，在巴黎奥运会上推翻了这一决定，允许她

们参赛，并双双夺得冠军。此举引发了关于“男打女”不

公平竞争的社会舆论，同时也引起了公众对跨性别群体和

性少数群体的关注与激烈讨论。哈利夫和林郁婷在女子

拳击项目中的参赛所引发的社会争议，不仅是体育领域的

一个孤立事件，更反映了当前社会中性别认知的矛盾。

传统的性别观念通常基于生物学上的二元划分，将性

别简单地归类为男性和女性。这种观念在许多文化和制

度中根深蒂固，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教育

和就业。然而，随着性别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认识到性别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特征，而是一个涉及身份

认同、社会角色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概念。这种新的理解

带来了对性别流动性和多样性的认可，支持个体根据自身

的性别认同而非生物性别来定义自己 （Caudwell  et  al.，

2006）。这种以解构性别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思

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跨性别者和性别少数群体权利

的支持和保护。然而，这也引发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一

些人担心，性别流动性可能会挑战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

观，尤其是在涉及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时。例如，在体育、

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如何平衡性别认同与生物性别之间

的关系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社会在努力寻求包容和多

样化的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在尊重个人权利与维护公共利

益之间取得平衡的挑战。

性别检测在体育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涉及跨性别和性

别少数群体时，揭示了传统性别观念与后现代性别理论之

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从塞门亚到哈利夫和林郁婷，

其参赛资格问题不仅是对检测技术的挑战，更是对性别本

质理解的挑战。IOC在其最新政策框架中，试图通过更加

包容和灵活的性别检测标准来回应这些挑战（允许两位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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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参赛并获得冠军），标志着体育界在性别问题上的重

要转变。然而，这一决定引发的“男打女”不公平等社会

舆论的发酵，也反映了部分公众对性别流动性和跨性别者

参与女子项目的担忧，认为这可能破坏传统的性别公平。

从性别社会学视角来看，性别检测是基于传统的二元

性别观念，即认为体育运动的性别本质是基于男女之间的

生理差异以及女性的劣势（Pereira-Garcia et al.，2020），体育

竞赛秩序是性别隔离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强制变性手术

还是激素治疗，其目的还是划清性别界限，维持并强化

“男强女弱”的体育性别秩序和意识形态，实质上是对性

别包容的抵制（熊欢，2021）。Mueller（2016）认为，性别隔

离是创造男女差异的工具，而这种工具在不同阶层的体育

竞争下，更能彰显男性的权威。当女性运动员展现出通常

被认为是男性特有的运动特质时，她们的行为便挑战了男

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基础。体育组织的管理层同样是一个

男性主导的领域，并坚定地维持着“男性气概”（Anderson，

2009）。因此，即便性别检测在社会上受到质疑，并且缺乏

充分的科学支持，这种对性别进行二元划分的做法似乎仍

然稳固不变。

尽管双性人和跨性别运动员的出现揭示了传统二元

性别分类的局限性，促使学术界重新审视性别检测的目的

与方法；但体育组织本质上是倾向于性别二分法的，因此

对于男性与女性特征日益模糊的现象持保守态度（Ferez，

2012）。体育组织在性别检测方面既没有垄断权，也缺乏

法律上的合法性，它们的角色应被视为规范性权威机构。

Hercher（2010）认为，性别身份不应被简化为易于分类的范

畴。体育管理机构可以制定参与比赛的指导原则，但不应

将判定谁属于女性、谁不属于女性的权力委诸己身。越

来越多学者意识到体育组织对于男女权利的差异化对待，

性别检测只是在程序上维护所谓的女性“公平”，在实质

上并未打破对女性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也会阻碍女性在体

育领域中的进步（Ospina-Betancurt et al.，2021）。

随着女性在话语权上的逐步增强，以及先进检测技术

与传统性别二元对立观念之间的关系对体育界带来的挑

战，探索和重新审视性别隔离秩序的必要性愈发显得重要

（Pfister，2010）。然而，解构性别隔离并不等同于彻底废除

性别差异，而是旨在寻找更加包容和多元的性别认同与表

达形式。Martínez-Patiño等（2016）提出，应当考虑扩展性

别分类，以承认性别认同具有社会流动性的潜力。Andeson

（2009）建议，由于正统的男性气概观念在体育中已被制度

化，因此，单靠平权行动计划不足以在赛场外实现性别平

等，还需要在赛场上实现性别融合。但是，无论是增加性

别类别还是倡导性别融合，如通过发展无性别区分的运动

项目（unisex sport）来消解性别二元对立（Martínková，2020）

带来的挑战，都需要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和阻力。

例如，增强性别包容性需要对现有的体育结构进行深刻的

反思和必要的改革，这可能引发来自传统主义者和部分运动员

群体的抵制。重新定义或扩展性别类别可能面临技术和

政策上的困难，如如何定义新的分类标准以及在确保公平

竞争的同时不影响运动员的个人权益等。此外，在倡导性

别包容的过程中，确保所有运动员在安全、公平和尊重的

环境中参与竞争是非常关键的，这不仅要求设计合理的规

则和制度，还需要培养一种支持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文化

氛围。 

3    体育竞赛性别检测的未来走向

体育竞赛性别检测的争议凸显了社会在性别议题上

的分歧与挑战。许多人批评 IOC在处理性别问题上缺乏

有效的领导力和前瞻性，从而引发了不必要的争议和混乱

（Wilson，2024）。而有些人则指出性别问题本身极为复杂，

IOC在这一议题上的挣扎实际上反映了全球体育界共同

面对的挑战。他们强调尽管 IOC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不

尽人意，但这也为将来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Cooky et

al., 2013）。体育性别政策的未来将是一个复杂且不断演

变的过程，需要在多个方面进行考量和权衡。基于 IOC

2021年最新发布的《基于性别认同和性别多样性基础上的

公平、包容和非歧视框架》，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性别检测

的趋势。

首先，未来的体育竞赛性别检测将更加注重在包容性

和公平性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将努力创造

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允许不同性别认同的运动员参与竞

技；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也需要确保竞争的公平性，特别

是在力量和耐力等生理因素对比赛结果有显著影响的项

目中。这可能导致更加细化的分类系统，不再仅仅基于传

统的男女二元划分，而是考虑到荷尔蒙水平、肌肉质量、

身份认同、社会接纳等更多生理、心理和社会指标。对于

跨性别运动员以及非二元性别认同运动员的参与规则，未

来可能会有更细致和科学的规定。未来的体育政策也有

可能会考虑引入专门的非二元性别类别，或者重新设计竞

赛结构，以更好地体现性别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其次，体育竞赛性别检测与法律和人权因素的深度融

合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

社会对平等和人权的日益重视，也体现了体育界对更广泛

社会价值观的回应。未来的体育性别政策将更加紧密地

与国际和各国家（地区）法律框架相协调，这包括：1）与反

歧视法的对接，确保体育政策不会因性别、性别认同或性

别表达而歧视任何运动员；2）遵守性别平等法，如体育组

织可能需要证明其政策和实践促进了实质性的性别平等；

3）符合隐私法规，在进行性别验证或激素检测时，需要考

虑运动员的隐私权。体育性别政策将更多地从人权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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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考虑自我认同权、参与权、身体自主权（在进行任何

身体检查或医学检测时，充分尊重运动员的身体自主权）

以及免受歧视和骚扰的权利。

第三，未来的政策可能会更加注重个案分析，而不是

采用一刀切的方法。这意味着对每名运动员的情况进行

详细评估，考虑其生理特征、性别认同、过往表现等多方

面因素，以决定其参赛资格和类别。这种方法虽然更加复

杂和耗时，但可能会更加公平和包容。

第四，政策和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协同决策和透明度将

得到加强。为确保政策的公平性和代表性，未来的政策制

定过程会增加运动员参与，让不同性别认同的运动员直接

参与政策制定；咨询多方利益相关者，如医学专家等；建立

透明的申诉机制，允许运动员对不公平政策进行申诉。同

时，建立支持机制，帮助面临性别相关挑战的运动员。

第五，跨国合作与标准化挑战。体育活动具有全球性

质，然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显著，体育项目之

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这对推动国际人权标准在体育领域

的实施，以及协调各国和地区间的差异，以保障政策的统

一性和公正性，构成了一个重大挑战，并且是一个亟待解

决的现实问题。随着体育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未来可能会

见证更多国际间的协调努力，旨在建立全球统一的性别政

策标准。这将有助于确保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

在国际比赛中享有同等的参与权利。

第六，性别教育和意识提升，未来的性别检测制度不

仅仅关注竞技规则，还将更多地注重教育、宣传和性别包

容意识的提升，如对运动员、教练和管理人员进行人权和

性别平等教育；提高公众对性别多样性和人权在体育中重

要性的认识，以创造一个更加理解和支持的环境。例如，

2024年 6月， IOC发布其更新后的《形象指引》（Portrayal

Guidelines：Gender-Equal， Fair  and  Inclusive  Representation  in

Sport），这是其在巴黎奥运会上推动媒体对运动员形象展

现包容性与平等性的重要举措之一。

最后，鉴于性别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态度的不断变化，

未来的体育竞赛性别检测制度将需要建立定期评估和调

整的机制。这将确保政策能够及时响应新的科学发现、

社会变化和伦理考量。体育性别政策的未来发展注定是

一个复杂且动态的过程，需要在多方利益之间实现精妙的

平衡。这一过程不仅需要结合科学进步带来的新认知，还

需在伦理和法律框架内考虑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可以预

见， IOC等国际体育组织将突破传统竞技思维的局限，把

体育视为推动社会平等和人权进步的重要平台。尽管这

一全方位方法面临诸多挑战和争议，但它有可能创造一个

更公平、包容和相互尊重的体育环境，对社会进步产生深

远的积极影响。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培养开放、灵

活且富有同理心的态度。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尊重个体权

利与维护竞技公平之间找到动态平衡，这不仅要借助政策

和技术上的创新，还需在文化认知和意识形态层面进行深

刻变革。体育不仅是一种竞技活动，更是人类社会价值观

和进步理念的缩影。因此，未来的体育性别政策应成为推

动社会正义、促进人类相互理解的先锋，引领我们迈向更

开明、包容和公正的未来。 

4    结语

竞技体育中的性别检测历程反映了社会对性别认知

的演变，同时也折射出科学、伦理与人权之间的复杂互动。

从早期粗糙的体检方法，到后来的染色体检测，再到当前

的荷尔蒙水平分析，性别检测的方式不断变革，但争议始

终伴随。这一历程充满曲折，既见证了科技进步，也暴露

了对女性运动员尊严的侵犯和对性别多样性的忽视。当

前，性别检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跨性别运动员的参

与权、非二元运动员的归类、激素水平的界定等问题，都

考验着体育界的智慧和包容度。如何在确保竞争公平的

同时，尊重每名运动员的权利和尊严，成为一个棘手的难

题。这不仅是对体育政策的挑战，更是整个社会在性别平

等和多元包容方面的一次重要探索。

未来的道路仍充满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任何

解决方案都需要在科学、伦理和人权之间寻求平衡。体

育界需要与时俱进，以更开放、灵活的态度面对性别多样

性，同时也要维护竞技体育广泛的公平性。这一过程可能

漫长而艰难，但正是通过不断的反思和调整，才能逐步构

建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体育环境，并为更广泛的社会平

等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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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 and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air Competition and Gender Inclusion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Future Trends of

Sex Testing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XIONG Huan1，SHEN Guofang2，HUANG Xiaowei1

1.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Sex testing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s has undergone four distinct stages: informal control, mandatory testing, conditional
suspension,  and  covert  testing.The  methods  of  testing  have  envolved  significantly,  transitioning  from basic  physical  examinations  to
chromosomal testing,  and more recently,  to advanced testosterone level  analysis.  This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nging societal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but  also reveals  the  tension and self-regulation of  sports  rules  when facing ethical,  technological,  legal,  and
socio-cultural challenges. The core principles of sex testing in sports competitions aim to ensure fair competition while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dignity  of  every  athlete.  Moreover,  this  process  represents  a  critical  endeavour  by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sations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and  inclusion.  Looking  ahead,  organisation  such  as  the  IOC  are  expected  to  transcend  traditional  athletic
paradigms, positioning sports as a crucial platform for fostering social equality and advancing human rights. Within this framework, sex
testing  will  seek  to  balance  inclusivity  and  fairness,  integrating  legal  and  human  rights  considerations,  emphasizing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individual  case  analysis  and  standard-setting,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and  enhancing
gender education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Keywords:  sex testing; fair competition; gender inclusion; transgender athletes; gender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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